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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中国公共政策格局的历史性转变 

 

王绍光＊  

 

【摘要】： 从 1978 年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方向，施政重点放

在经济政策上，旨在加速经济发展。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进入新世纪，

面对越来越多且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中国政府开始将更大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政策上来，并将

更多的资源投入社会政策领域。可以说，中国的公共政策格局正在出现从偏重经济政策到重视社会政策的转变

过程。本文试图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解释中国公共政策在新世纪之初出现的从经济政策到社

会政策的格局改变。本文认为，中国社会矛盾的凸现是出现这种转变的社会经济背景，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增

强为这种转变提供了财政基础和必要条件，而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改变则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内在的动

因。 

【关键词】： 经济政策  社会政策  汲取能力 公共政策格局  议程设置  

 

从 1978 年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期，可以说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自九十年代

末期，中国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重。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政府的政

策导向出现松动，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公平的到了更有力的“兼顾”。到 2004 年召

开十六届四中全会时，执政党最终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与此相适应，中国

政府开始将更大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政策上来，并将更多的资源投入社会政策领域。可以说，

中国的公共政策格局正在出现从偏重经济政策到重视社会政策的转变过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

跨越。为什么中国的公共政策在新世纪之初出现了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这样的改变呢？本文

试图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中寻求答案。本文认为，中国社会矛盾的凸现是出现这种转变

的社会经济背景，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增强为这种转变提供了财政基础和必要条件，而中国公

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改变则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内在的动因。 

一、中国社会矛盾的凸现 

从 1978 年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期，可以说，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在此期

间，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说是“兼顾”，其实是不顾。为了追求效率

或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大化，不仅没有兼顾公平，也没有兼顾生态环境和国防建设。在八十

年代，不仅政府忽略了公平问题，普通民众对这个问题也不太重视。原因有三：第一，改革以

前，存在着铁饭碗和大锅饭带来的效率低下问题。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人们的经验

判断不矛盾。第二，在整个八十年代，由于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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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的收入水平也迅速上升。结果，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双

双下滑。第三，直到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改革是种全赢游戏 (win-win game)。所有人都从改

革受益，差别只是有些人受益多一点，有些人受益少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既便城市内部、乡

村内部和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只要差距不是过大，人们还可以接受。 

进入九十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改革还是全赢游戏的话，九十年代

的改革越来越像一种“零和游戏”(Zero-sum game)：亦即某些人受益是以其他人利益受损为

代价的。到 1992 年，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已超过 1978 年的水平。此后，这两类差距更是急剧

扩大，尤其是东南沿海与中西部之间的地区差距大幅攀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

时，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快速拉开。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总体

基尼系数应已上升到 0.45 的高度。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已达到严重不平等的地步。 

更为严重的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正规部门(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数大幅

度下降。此前的 1978～1995 年间，中国正规部门职工人数一直呈上升态势，累计净增就业人

数 4560 万人。但此后趋向骤转：2004 年全国国有单位在岗职工数比 1995 年减少了 3908 万

人，下降了 37.8%；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 2698 万人，下降了 76%。两者合计减少 6606 万人,下

降了 47.5%（国家统计局，2005：44）。在人类历史上，也许还没有过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

间里这么大规模地裁减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随着大量人员下岗失业，城市贫困问题开始凸现

出来。 

在农村，九十年代后期粮食和其它各类农产品都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谷贱伤农”，由

此造成农民收入总体增长缓慢。在相当多的地区，农民收入不是增长，而是下滑。与此同时，

长期困扰中国农村的“三乱”问题进一步加剧，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压得广大中部农村居民透

不过气来，激化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以上问题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出现的。从 1979 年到 2005 年二十六年间，中国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以上。这么大的经济体能连续这么多年保持高速增长，在人类历史

上还没有过先例。2005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 182321 亿元，人均近 14000 元，大大

超过了当年邓小平设定的人均八百美元的小康标准（刘铮、何雨欣，2006）。为什么在综合国

力大大增强的同时，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呢？机械地坚持“效率优先”大概是一个重

要原因。不错，邓小平曾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但他说得很清楚，“社会主

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

败了”（中央文献研究室，1998：311）。他还警告过，“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

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中央文

献研究室，1998：453）。 

到九十年代末期，出乱子的迹象越来越多。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出现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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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开始花更大的气力来“兼顾”公平。如果以前的“兼顾”只

是说说而已，这时的“兼顾”终于有了些实质内容（王绍光，2004a）。到 2004 年召开十六届

四中全会时，执政党最终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 

社会矛盾的凸现是出现社会政策的背景，它只能说明，社会政策迟早会出现，但不能解释

为什么社会政策出现在新世纪之初。社会政策不是政府表表态就算数的，每项社会政策都需要

雄厚的财政资金支撑。没有财政资金支撑的社会政策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另外还有一个因

素，那就是政治学里通常讲政策的“惯性”，政策的“路径依赖”问题。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

策的历史性跨越决不是几个领导人拍拍脑瓜就能完成的，它必然涉及政治体制方面的深刻变

化。因此，为了理解这个历史性的跨越，我们需要考察中国政府的汲取能力与政策过程发生了

什么样的变化。 

二、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加强 

在新世纪里，为什么中国政府开始将更大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政策上来呢？这首先是因为

财政体制的变革大大提高了国家的汲取能力，使得政府有可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这个领域。从

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政府的汲取能力一路下滑，到九十年代初已跌入谷底。不要说支撑社会

政策，当时连维持国防、治安和政府日常运作的经费都严重不足，到了政治上十分危险的地

步。（王绍光、胡鞍钢，1993）有鉴于此，中国政府不得不在 1994 年对财政体制作出重大调

整。回顾过去十年，很明显分税制取得了巨大的、超乎预料的成功。图一表明，1994 年以

来，政府的综合财政收入（这里定义为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与社保基金收入之和）飞速增

长，在短短十年中从不足 8000 亿猛增至近 37000 亿，翻了近五倍。 

图二描绘了综合财政收支占 GDP 比重的变化。 在 1978－1995 年间，这两个比重从 30-

40%跌至 16－17%。1994 年财政体制变革见效后，情况迅速改善。到 2004 年底，这两个比重回

升到 27%左右。2005 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 30000 亿（谢登科，2005），社保基金收入接近

7000 亿（崔清新，2006），预算外收入估计在 5000 亿左右，三者相加约 42000 亿，约相当于

GDP 的 30％，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另外，据财政部企业财务快报统计，2005 年，全国国有企

业实现利润 9047.2 亿元（李丽辉，2006）。如果平均分红率是 50%（OECD 国家的股份公司平

均分红率是 50%）,那就会给国家财政带来 4500 亿元额外收入，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虽然

与很多发达国家和东欧转型国家比，中国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还不算高，但至少与一般发展

中国家相比已表现不俗。 

如果说九十年代中国政府未能在社会政策方面有所作为是因为“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那么今天政府汲取能力方面的问题已大致解决了，为社会政策的出现奠定了财力基础。 

图一：财政收入与社保基金收入的增长速度（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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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年，

第 68－69，192 页。2004 年的预算外收入和支出是估计数。 

 

图二：综合财政收支占 GDP 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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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年，

第 68－69，192 页。2004 年的预算外收入和支出是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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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 

 

不过，汲取能力的提高只是社会政策出现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社会政策的出现，

还有赖于政策导向的变化。如果“效率优先”的政策导向不转变，政府完全可能把增长的财政

收入投放到发展经济的项目上去，而不是用到与民生相关领域。因此，我们需要从公共政策议

程设置的角度去探讨中国政策导向变化的内在动因。 

表一：议程设置的模式 
 

议程提出者  

决策者 智囊团 民间 

低 I 关门模式 III 内参模式 V 上书模式 民众参

与程度 
高 II 动员模式 IV 借力模式 VI 外压模式 

 
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但

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既包括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

也包括注意力资源。换句话说，在具体决策之前，政府不得不作出抉择，对处理哪些挑战有所

取舍。议程是如何设置的？谁参与了议程的设置？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另一些

问题却被排斥在外？这些便是研究议程设置要解答的问题。依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

的程度，我们可以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的模式 （见表一）。过去，在中国，议程设置主要采

取前五种模式，即关门模式、动员模式、内参模式、借力模式、上书模式；只是到了最近几年

第六种模式―外压模式－才浮现出来。①社会政策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议程设置模式转变的

产物。 

与其它五种模式相比，外压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只有在初始阶段，外压模式里的议题倡导者是可以确定的。随着议题影响力的扩

大、议题支持者的增加，谁是倡导者已越来越难分辩，他们的身份已变得越来越模糊。这时的

关键是议题的民意基础到底有多宽厚，是否对决策者构成足够的压力。说到民意，我们应该区

分两部分民众。一部分是所谓“关切的民众”(attentive public)，一部分是一般大众 (general 

public)。前者在数量上永远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对公共议题不仅十分关心，而且相当

了解。他们对议题的支持有助于防止议题滑出舆论的焦点圈。后者是大多数人，他们对多数公

共议题的注意力往往是短暂的；一般大众很少长期、执着地卷入某项争议。正是因为如此，一

旦一般民众支持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对决策者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

下，公共议程最可能变为正式议程（Roger W. Cobb and Charles D. Elder，1975：107-108）。 

                                                        
① 有关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详细讨论，请参见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

学》，200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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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压模式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少数人关心的议题变为相当多人关切的公共议程，否则

压力便无从产生。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即使某个议题已经提上了公共议程，如果它最终得以

进入政策议程的话，同样也需要时间。因此，外压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所需时间一般比其它模式

长。 

第三，由于前两个特点的存在，研究者往往很难准确地断定外力究竟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影

响了议程的设置。他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将外部压力的形成与政府议程的变

动联系起来。 

上述三个特点是在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具备的特点。但也有特殊情况，即突然出现所谓

“焦点事件” (focusing events)，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进而迫使决策者迅速调整议程。焦点

事件一般都是坏事，如灾难、事故等，它的发生对某一群人的利益造成现实的伤害、对其他人

的利益可能产生潜在的伤害。这类事件的发生使得利益群体、政府官员、大众传媒、以及广大

公众对现存问题有更深切的认识，希望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Birkland，1997）。注意焦点的

集中有助于打破已往的权力平衡，使争取议程转换的意见在公众舆论里占据上风，形成强大的

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在短时间内调整政策取向。因此，有学者把焦点事件引发的反应阶段称

之为“政策窗口”(policy window)（Kingdon，1995）。由于焦点事件的影响是直接的、快速

的、容易确定的，不少研究议程设置的学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Walker，1997：423-

445；Light，1982；Majone，1989；Baumgartner and  Jones，1993）。 

四、外压模式出现的背景 

过去，在中国议程设置一般采取的是上面提到的五个模式，外压模式比较少见。尽管早在

80 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就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的主张，
①
直到 90

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可以在两方

面找到原因，一方面是压力从何而来，另一方面是压力为什么会产生影响议程设置的效果。 

先看压力的根源。上面提到，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高速增长，但不息一切

代价追求 GDP 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在改革初期并不凸显；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它们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到 90 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令人触目惊心，包括

环境危机、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大规模

下岗失业、就学难、就医难、各类事故频发）等。人们切实体会到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

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改革初期，由于社会分化程度低，人们容易形成共识。

                                                        
①  1986 年 7 月 31 日，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首次亮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

化的提法。他强调，领导人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

的话，只有在高度学术自由的气氛中，才能才思泉涌，触类旁通，独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见。邓小平审阅万里

的讲话全文后，当即作了“很好，全文发表”的指示。张登义，“邓小平同志与中国软科学”，《中国软科

学》，2004 年 10 月。http://www.cssm.com.cn/web/news/displaynews/displaymod/mod1.asp?id=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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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哪怕某些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他们往往愿意为了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因为

他们相信，改革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随着社会日益分化，曾经让人充满希望的“改革”变得

可疑起来。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有关改革的共识破裂了（孙立平，2005）。那些在前期改

革中利益受损或受益不多的阶层对新推出的改革不再毫无保留的支持；恰恰相反，他们对凡是

带有“改革”标签的举措都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

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更重要的是，

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歧途，到了改弦更张、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

这就是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所在。 

那么潜在的压力是如何转化为现实的压力呢？四个领域的变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利益相

关者的施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大众传媒的转型和互联网的兴起。 

 

利益相关者的施压 

先看利益相关者的施压。当社会分化不太严重时，各利益相关群体往往处于“自在”阶

段，缺乏“自为”意识，也不大会为自身的利益向决策者施压。随着社会分化程度提高，各利

益群体对自身利益变得更加敏感；随着各利益群体对自身利益变得更加敏感，他们便会产生向

决策者施压的冲动。当然，冲动是一回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压是另一回事。这里的关键是利

益相关群体的动员能力。在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中，拥有政治和组织资源的地区无疑最强。 

区域政策是利益相关群体施压的一个例子。80 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存在地区差距，但问

题并不突出。“七五”期间（1986－1990 年）提出了所谓“梯度发展理论”，1988 年更明确

提出了“沿海地区发展战略”。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反映了邓小平 “两个大局”的构想。他

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

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大局。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

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

小平，1988）。 

由于国家政策明显向东部倾斜，结果导致东西部差距从 80 年代末起迅速扩大。（陈淮，

2000）90 年代初，学者与政策研究者就地区差距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的主流要么认为中国

地区差距没有扩大，要么认为地区差距不算太大，不必大惊小怪。
①
 邓小平也主张“现在不能

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应等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再“突出地提出和解决”

地区差距问题（邓小平，1992）。不过，落后地区不愿再等了。从那时起，在每年 3 月召开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有来自内陆的代表公开表示对中央政策倾斜的不满。面对内陆省份越

                                                        
①  关于当时的争论，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年，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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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大的压力，1996 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九五”计划及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

出：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可惜，大部分政策措施力度不够，对于缩

小东西部差距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因此，90 年代后半期，对政府区域政策批评的声音不绝

于耳。在这个背景下，1999 年 3 月，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承诺，要研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6 月，他又提出，要把加快开发西部地区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

大战略任务。2000 年 1 月，党中央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务院成立了西

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才真正进入西部大开发的实施阶段（吕书正，2002）。其后，在全国人

大上，面临巨大转型困难的东北三省人大代表纷纷投书，强烈要求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

2003 年 9 月，“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终于正式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吴

冬艳，2003）。 

 

非政府组织的卷入 

再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在过去 20 年里，中国目睹一场前所未有的社团革命。截至 2004

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在民政系统注册的社会团体近 15 万个。很多研究中国社团的国内外学者

把注意力放在注册社团上，误认为它们代表了中国整个社团领域。但事实上，在民政部门登记

注册的组织仅仅是这个版图的很小一块。大量应该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组织选择注册为商业机

构，或者干脆不注册而开展活动。例如，许多为人熟知的民间环保组织就没有在民政部门注

册。
①
 更容易被忽略的是，按照中国法律，县以下的草根组织根本无需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比如那些企业、机关、学校、街道、乡镇和村落内开展活动的社团。把注册与未注册的社团加

在一起，总数至少在 50 万以上（王绍光、何建宇，2004：71-77）。 

大多数社团也许对公共政策毫无兴趣，但有一类社团最大的关注点便是公共政策。它们是

倡导性社团 (advocacy groups)。人们习惯于把这类社团称为“非政府组织”或“NGO”。在中

国各类 NGO 中，环保 NGO 最为积极。90 年代以前，中国也有些环保社团，但绝大多数是自上

而下组建的、半官方的环境科学研究团体。那时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还不太突出，民众对此不

太关心。因此，那时的环保社团要么研究多于行动，要么干脆没有什么行动。90 年代以后，

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显著，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步高涨。在这个背景下，1994 年 3 月 31 日，中

国首家民间环保 NGO—“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在民政部注册、在北京成立，简称

“自然之友”。此后，北京又涌现出一批民间环保 NGO，如“地球村”、“绿家园”等（吴晨

光，2002）。进入新世纪，民间环保 NGO（尤其是高校学生团体）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遍布

安徽、四川、山东、福建、重庆、广东、河北、云南等省、市、自治区，并呈逐年增加的趋

                                                        
① 一位上海民政局的原官员告诉笔者，她退休之后就为一家未经注册非政府组织工作，因为社团的注册门栏设

得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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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 2000 多家环保 NGO（洪大用，2004）。它们经费主要靠自筹

（相当大比重来自境外捐赠），不依靠政府财政拨款。除了开展环保教育、配合政府编制环保

计划、担任有关机构环保顾问外，这些环保 NGO 还竭力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并动员各种力量干

预破坏环境的行为、工程和计划，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唐建光，2004）。  

 

大众传媒的转型 

环保 NGO 数量不大，但能量巨大，原因之一是很多组织与大众传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

么其发起人、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在传媒机构任职，要么它们在传媒机构有大量支持者和朋友。

传媒把环保 NGO 的声音以放大的方式传播出去，无形中加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充当了环保 NGO 的“扩音器”，而且近年来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

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正式议程的设置与调整。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三个层

次，第一是大众传媒报导或不报导哪些“议题”，第二是大众传媒是否突出强调某些“议

题”，第三是大众传媒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陈力丹、李予慧，2005）。我们这

里说的不是指某几家传媒机构的某几次报导，而是指整体大众传媒在较长时期里的报导活动。

很显然，不进入第一个层次，民众对一些议题就不会感知。例如，研究表明，80 年代的煤矿

事故比现在更普遍、更严重，但当时矿难并没有成为一个公共议题。90 年代中后期以来，矿

难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大众传媒对它进行的广泛报导引起了公众的重视，不

仅进入了第一个层次，还进入了第二个层次（王绍光，2004b）。在一个较长时期里，进入第

二个层次的议题当然不止一个。这时，如果大众传媒对一系列“议题”的报导进行一定的排序

的话，也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的判断。 

近几年来，中国民众对三农、农民工、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

的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传媒强调的结果。在中国，媒体的角色一直被定位在“宣传机器”

上。例如，新闻出版署 1990 年颁布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 7 条讲得很明确，“我国的报

纸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

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方针和政策；传播信息和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为人民群

众提供健康的娱乐；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新闻出版署，

1990）。那么党的喉舌为什么近年来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桥

梁呢？这是因为媒体的数量和性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量方面，与改革初期比，电台的数量增加了三倍，电视台、报纸、杂志的数量都增加了

十倍左右（国家统计局，2005：187）。质的变化更为深刻。从 80 年代开始，中国的传媒便开

始市场化，这个进程在 90 年代以后加快了。现在，虽然国家仍掌握电台、电视台、报纸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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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刊物的所有权，但传媒机构失去了国家财政拨款，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一旦追

求利润成为传媒机构的主要驱动力，其日常运作的逻辑便改变了：它们必须考虑如何吸引读者

或观众？如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当然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机关刊物自由度比较小，但这些传

媒机构在转向传媒产业的过程中，都增设了自由度相对大得多的附属报刊，例如《人民日报》

属下的《环球时报》，新华社属下的《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属下的

《新民周刊》和《外滩画报》，广东省新闻出版集团属下的《新周刊》，以及南方报业传媒集

团属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21 世纪经济报导》等。本来就不

属于党报系统的《中国新闻周刊》、《财经》、《商务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相对

独立性也不小。在这些著名报刊的带动下，全国几百家报刊（例如《江南时报》、《大河报》

等）纷纷开辟或增加新闻评论和公共事务讨论的版面，不断试图拓宽的言论边界。影响所至，

已经波及到了某些广播和电视媒体。 

在竞争的压力下，媒体往往会主动“三贴近”：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真实，不时报

导敏感的新闻事件，评论敏感的时政话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传媒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为

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空间，促使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

法律、体制的变革。 

 

互联网的兴起 

大众传媒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传统媒体内部，还来自新兴网络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短信

等，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以往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格局，并且为公众讨

论公共事务提供更开放的空间。 

如果从 1994 年 4 月 20 号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之日算起的话，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不过 10

年 之余。然而，如图三所示，互联网发展可以用“爆炸型”来形容。1997 年初，全国的互联

网使用者不过区区 62 万人；到 2005 年 7 月，这个数字已经暴增至 1.03 亿，而且增长的势头

仍没有放缓的迹象。 

2000 年前，由于网民数量低于 1000 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随着网民在

2001 年突破 2500 万，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02 年，当网民超过 4500 万时，网络舆论急遽升

温。2003 年，当网民达到 7000 万时，网络舆论风起云涌，“黄碟”案、刘涌案、黄静案、宝

马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案、孙志刚案在虚拟空间掀起一个又一个巨大的舆论浪

潮。难怪这一年后来被人称作“网络舆论年”（张玉洪，2003）。此后，互联网成为公众传递

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舆论对公共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

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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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互联网使用情况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199
7.1

199
8.7

199
9.1

199
9.7

200
0.1

200
0.7

200
1.1

200
1.7

200
2.1

200
2.7

200
3.1

200
3.7

200
4.1

200
4.7

200
5.1

200
5.7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11000

上网计算机数（万台） 上网用户（万人）
 

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历年。 

 

与传统媒体比较，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都是潜在的信息发布者，信息多向（而不是单

向）传播，信息传播范围扩大到全世界，信息可以瞬时传遍地球每个角落。这些特点使控制信

息难上加难，使普通网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也使公共权力不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

作。
①
 

出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多元性、瞬时性的网络媒体后，公共议程的设置逻辑

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说到底是由屈指可数的传媒机构设置的；而政府通过

控制传媒机构来影响议程设置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进入大众网络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网民可

以通过互动，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传媒机构认为重要的问题）变为公共议程的一部

分。例如，在官员腐败、下岗失业、贫富悬殊、处女卖淫、宝马车撞人、孙志刚被打致死、农

民负担过重、农民工讨取欠薪、教育乱收费、医疗体制改革失败、朗咸平批评国企改革等一系

列网上讨论活动中，网络舆论都显示出设置公共议程的力量，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触犯了民众

十分关心的公平正义原则。 

                                                        
①  “全球互联网项目” 通过比较各国资料发现，其它国家的多数受访者都不认为“通过使用互联网，人们对

政府会有更多的发言权”，只有中国例外，60%以上的受访者同意这一说法。见郭良，“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及

其 对 民 意 的 影 响 ” ， 2004 年 4 月 26 日 在 耶 鲁 大 学 法 学 院 的 演 讲 ，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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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络已成为反映民意的渠道，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对它也越来越重视。在 2003 年“非

典”肆虐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透露，他们也曾亲自上网，了解舆情。

2004 年 9 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

影响”。为此，在传统内参报告以外，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信息处最近开始定期编辑《互联

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互联网信息摘要》反映的社会问题非常广泛，近年不少大

案，如安徽阜阳假奶粉案、广州农民工讨薪遭打、湖南嘉阳违法拆迁案等都是通过这条渠道迅

速上达国务院的（陈亮、董晓常，2005）。从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网络媒体

的影响力之大。 

当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的作用完全可以是互补的。当某个议

题引起网民广泛关注时，传统媒体往往会马上介入，进行采访和深度报导，黄静案、日本人珠

海买春案、京沪高铁事件都是这样的例子。反过来，某家传统媒体机构对个别事件的报导可能

在网络论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使它迅速变为公共议程的一部分。在更多情况下，网络媒体与传

统媒体交互作用，很难辨别是谁引导谁。“孙志刚事件”就是两者互动的一个典型。在网络普

及以前，广州地区的报纸就曾对“收容遣送事件”作过一些调查性或揭露性的报导，仅在

2000 年至 2001 年两年间，这样的报导就有 6 则之多，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李艳红，

2005）。2003 年 3 月 20 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带证件，在广州收容所被打致死。3月底，

一位在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在著名 BBS 提供网站“西祠胡同”的“桃花坞”讨论区公布了这个

消息。“桃花坞”是全国各地媒体从业者聚集的地方。这则消息于是引起了《南方都市报》深

度报导记者陈峰的注意。陈峰与他的同事在采访孙志刚的亲属和有关部门以后，于 4 月 25 日

率先在报纸上对此案进行了揭露（陈峰，2005）。其后，别的媒体纷纷转载。但更重要的是，

这时中国的互联网已发展到拥有近 7000 万网民，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

没有网民的推波助澜，这个事件也许会像以前一样，一时激起层层涟漪，但很快便恢复到风平

浪静、水波不兴的局面。然而，借助网络的威力，这个事件造成舆论哗然，形成强大而持续的

民意压力，并最终推动政府于 6月 20 日废止了实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网络媒体与传统媒

体交叉作用竟能这么快导致一项制度的变革，这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五、政策导向的变化 

除了像孙志刚案这样的“焦点事件”外，在多数情况下，舆论影响公共议程的设置、进而

影响正式议程的设置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对比最近几年提上公共议程的话题与政府政策的调

整，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脉络，包括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户籍改革问

题、义务教育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医疗保障问题等。在所有这些领域，舆论对原有政策的批

评一般都比政策调整要早 3至 5年，前者对后者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李异平，2004）。 

最初，舆论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具体政策领域，但人们逐步认识到，具体政策之所以出现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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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是因为中央政府采取了“效率优先”的整体政策导向，
①
地方政府则为了追求 GDP 高增长

率而不息一切代价。于是，近年来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我们看到对这种政策导向的普遍质疑

和强烈抨击。面对舆论的压力，中央决策层不得不做出回应。为了缓解批评，2002 年底召开

的中共十六大试图重新解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含意，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

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江泽民，2002）。但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告诉人们，初次分配中的

不公平问题（例如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老板、经理、干部与普通职工之间

的收入差距）同样需要重视，单靠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刘国光，2005）。

2003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仍然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其分量

已被“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大大冲淡。到了 2004 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干脆放弃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中共中央，2004）。2005 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

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进了一步，提出未来中国要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共中央，2005）。 

指导思想是个纲，纲举目张。指导思想开始调整以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已经或正在采

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切实解决生态环境恶化、地区发展失衡、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

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拉大、工人下岗失业、克扣拖欠工资、国有资产流失、职工权益受

损、贫富过于悬殊、矿难事故频发、疾病疫情不断、医疗保障缺失、教育费用高昂、房价上涨

过快、征地拆迁野蛮、社会治安不靖等问题（徐京跃、毛晓梅，2003；东仁，2004；孙爱东，

2005；陈二厚、林红梅、谢登科，2005）。从“发展是硬道理”、“先富论”、盲目追求 GDP

增长，到“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个历史性的跨越。没有

民众对“改革”的质疑反思，没有新兴与传统媒体对公共政策的激烈辩论，没有社会要求重新

定位中国改革的强烈呼声，政策导向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是难以想象的（吴金勇、商思林，

2005；仲伟志，2005；赵瀚之，2005）。 

结   语 

1978 年秋，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从此，

共产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方针，将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

建设上来。在改革开放的头二十年里，“效率优先”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中国政府一直坚

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试图抓住一切机遇加快发展，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在这些

年里，虽然谈到“效率优先”时总会加上一句“兼顾公平”，但在实践中，各级政府（包括中

央政府）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上。发展一直被看作硬道理，其它一切，包

                                                        
①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最初是由 周为民、卢中原牵头的“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提

出来的，其主报告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通向繁荣的权衡”为题发表于《经济研究》1986 年第 2 期。

1993 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使用

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十五大坚持了这个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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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公平都变成了可以被牺牲的软道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片面强调效率、发展和经济增

长的恶果逐渐凸显出来：在社会财富大量涌现的同时，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也在快速增加，使得

上上下下都感到中国面临着重重危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效率也好，发展也好，经

济增长也好，它们无非都是提高人们福祉的手段；我们不能本末倒置，把手段当作目的来追

求。更准确地说，经济增长的成果必须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分享，而不应被一小部分人独享；

经济改革的成本必须由社会各阶层分担，而不应仅仅落到普通工农的肩头。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及时对自己的政策作出了调整，开始实现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范式

转移。如果说改革开放头二十年中国政府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的话，现在中国政府已

经开始将更大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政策上来，并将更多的资源投入这个领域。《第十一个五年

规划》中设立的公共服务指标甚至超过了经济发展的指标。这个根本变化之所以会出现有两方

面的原因。国家汲取能力的大幅提高固然是变化的必要条件，加上政策导向的转变才构成充分

条件。而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提供了政策导向转变的契机。与过去相比，今天在议程

设置过程中，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民间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用中共自己的术语来

说，议程设置已变得日益 “民主化”了；或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话来说，议程设置“突出

了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涉及全局和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问题”。 汲取能力提高和议程设

置模式转换都是制度性的变革，而不是权宜之计。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

会沿着既定的方向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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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conomic Policy to Social Policy: The Historic Shift of 

Chinese Public Policy Pattern 
Shaoguang   Wang 

 

Abstract: From 1978 to the mid 1990s, aiming at speeding up the pa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llowed the reform principle of 'efficiency first, then equity' and focused on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economic policies. To a great extent, we can say that there were only economic policies in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and no social policy. However, as more and more pressing social problems and conflicts occu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t out to redirect its attention to the issues of social polic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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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an to invest more resources in this field. That is to say, the pattern of China's public policy i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economic policy orientation to the social policy orientation. Put such a transition into the context of the large scale 

of socio-political-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reasons of such a change in China’s 

public policy patter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prominence of social conflicts constitutes the background of such a 

change, the enhanced financial capacit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rovides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for such a change, 

and finally the changing of China's public policy agenda setting model injects intrinsic impetus for such a change.  

 

Keywords:    Economic Policy, Social Policy, Extraction Capacity, Pattern of Public Policy, Agenda Setting  

 


